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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armonious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
ciety. However, overtime work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hinders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firms. The article uses the dynamic monitor-
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n 2018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of logistic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time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tuation of over-
time work i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serious, with average weekly working hours of 61.21 hours.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position and indus-
try all play significantly effects on the choice of migrants.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bout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ining for the floating popula-
tion, improving regulations about overtime work, and enhancing propaganda about the side-effect 
of overtim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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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谐的劳资关系是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必要因素，但超时工作逐渐成为阻碍这一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

素。文章利用2018年湖南省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数据，进行logistic影响因素回归，分析讨论影响超时
工作的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超时工作问题严重，平均周工作小时为61.21小时。性别、婚姻状

况、教育程度、就业职位和行业等相关因素都显著影响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应加强流动人口知识技能培训、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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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是企业顺利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但近

年来过长的工作时长逐渐成为劳资双方矛盾的焦点。郭凤鸣(2016) [1]研究结果显示，在 2000~2010 的十

年间，中国劳动者超时劳动的比例逐渐上升。调查显示 2017 年，我国劳动者日工作时间大于 8 小时的现

象十分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 42.2% [2]，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2 小时[3]。在工作中常见的加班制度是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每周工作 6 天，这样的工作制度被简称为“996”。然而按照这样的工作制度，

再加上现代通讯设备的普及，使得许多劳动者即使在下班以后，仍要保持随时可以被联系的状态或者在

家继续工作，工作时间仍然在不断延长，工作时间超过 12 小时。 
长时间的工作不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容易引发员工疲劳进而造成劳动事故，甚至会给劳动

者带来严重的身体以及心理健康问题。Shields (1999) [4]、Artazcoz (2016) [5]和 Yu, Jungok (2017) [6]的研

究都发现长时间的工作容易给劳动者带来健康问题。在女性群体中，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60 小时会影响女

性的新陈代谢，同时饮酒比例上升和患抑郁症的机率增加。而男性群体中容易出现吸烟比例上升和体重

增加的现象。如果长期处于超时工作的高压状态下，员工容易出现精神状态不佳、抑郁症，甚至出现自

杀的现象。黄庆波(2015) [7]的研究发现，在 5844 名农民工分析发现，在长时间工作时间的人群中，自评

有心理障碍的比例较高。Cayuela (2018) [8]对西班牙的本地和移民进行了研究，发现在 72.7%自评为不健

康的人群中，移民、单亲家庭和超时工作是主要特征。 
超时劳动不仅对劳动者本身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进。据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显示，2018 年全国的流动人口达 2.44 亿[9]，其中进城工作的农

民工为 1.37 亿。庞大的流动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流入地等问题。长时间的工作会减少流动者与城市市民、

组织发生联系并增进了解的机会。缺少与工作同事以外的人群进行互动和交流，会阻碍他们对流动地产

生认同感和落户意愿，不利于人口的市民化[10]。 
追求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保障自身合法休息的权益，是当代劳动者的基本诉求。研究当代流动

人口的工作时间特征和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推动企业建立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发展方式，是一项

具有现实意义和十分急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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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朱玲(2009) [11]对流动农民工进行抽样和案例调查，发现男性、小时工资较低、汇款回乡较多、

未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没有加入工会的技术工人，超时劳动的可能性更大。Bohle (2011) [12]对悉尼

呼叫中心的员工进行研究，对比兼职员工，正式员工工作强度更大，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也更大。

PARK, Jungsun (2012) [13]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更有可能出现超时劳动。马秀颖(2013) 
[14]通过对长春市 382 名外来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男性容易出现超时工作。其中 45 岁以上、月均

收入少于 3000 元的中老年人农民工超时问题严重。谢勇(2013) [15]的研究显示，超时工作概率大的

农民工主要特征是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和在私营以及个体单位就业的人

群。温馨(2014) [16]对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所处行业和月收入

等都对农民工是否超时劳动有显著影响。罗俊锋(2016) [17]分析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

现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以及就业特征是影响超时工作的主要因素。刘璐宁(2018) 
[18]发现，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类型和就业单位性质是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最重要因素。郭凤鸣

(2018) [19]研究发现，低工资水平是影响超时工作的主要原因，提高教育水平和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

减少这一现象。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对影响超时工作的因素并没有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同时样本主要集中

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而对流动人口整体超时工作的研究较少。相对于单一研究农村户籍的流

动人口而言，从整体来分析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可以加深对该群体的认识，并更好的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综上所述，文本将根据 2018 年湖南省内的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对湖南省内流动人口的过度劳动的

现状和主要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在第一部分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整理；第二部分对数据进行

描述统计以及特征分析；第三部分将建立研究过度劳动原因的回归模型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将根据模

型的回归结果，对解决超时劳动问题提出建议。 

3. 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8 年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组织进行的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工作情况以及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调查于

2018 年 5 月进行，调查对象限定为“在本月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 15 周岁以上的流

动人口”。根据文章研究的问题，以“前一周是否有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为筛选指标，选取

了回答为“是”的流动人口。经统计，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13759 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我国劳动者每日工作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 44 小时”。因此，选择周工作小

时 44 小时作为超时工作的识别标准。 
基于调查数据，首先对湖南省内流动人口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 1。数据显示样本中性别分

布均匀，平均年龄为 37.74 岁，平均月工资为 5376.07 元，低于 2018 年湖南省全省平均工资 5851.75
元[20]。从文化程度来看，流动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72.5%的人口拥有初中或高中学历，拥有

高等学历(大专及以上)仅占 16.5%。从婚姻状况来看，流动人口中以已婚人口为主，占比为 81.3%。

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经营是主要的就业形式。同时，流动人口中以农业户口、跨

省流动并且以中短期流动(小于 9 年)为主，平均拥有 1.6 个子女。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湖南省内流

动人口的周平均工作小时为 61.21 小时，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最长周工作时间

4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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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1. 流动人口描述性分析 

样本量(人) 13759 流动年限(年)  

工作时间(小时/周) 61.21 0-2 年 41.1 

年龄(岁) 37.74 3-9 年 42.2 

性别(%)  9 年以上 16.7 

男 50.8 子女个数(个) 1.65 

女 49.2 职位特征(%)  

教育程度(%)  公务员、办事人员 1.3 

小学及以下 11.0 专业技术人员 10.5 

初中 41.3 单位负责人 0.3 

高中/中专 31.2 商业、服务业人员 63.5 

大学专科 10.7 农业生产人员 0.5 

大学本科 5.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21.4 

研究生 0.4 无固定职业 0.8 

婚姻状况(%)  其他 1.7 

已婚 81.3 单位性质(%)  

未婚 18.7 国有、集体以及事业单位 4.4 

户口状况(%)  外资、合资企业 5.5 

农业 57.3 私营企业 27.3 

非农业 7.2 个体经营者 45.6 

居民 35.5 无单位 4.6 

流动范围(%)  其他 12.6 

市内跨县 18.3 平均工资(元) 5376.07 

省内跨市 26   
跨省 55.6   

资料来源：根据 2018 年湖南省流动人口数据计算得到。 
 

表 2 是超时劳动与其他特征变量之间交叉统计的结果。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超时工作的人数比例占

全体样本的 73.2%，进一步说明了在流动人口群体中超时工作普遍存在。 
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中出现超时劳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在不同年龄分段中，25~44 岁的青壮

年超时劳动的比例最高。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超时工作的比例与受教育程度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反向

关系，平均周工作时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减少。从家庭特征来看，超时工作的人口主

要集中在已婚人口以及子女个数在 1~2 个的家庭中。并且随着家庭子女个数的增加，平均周工作时间

也在不断增加。而从其他个体特征来看，农业户口和跨省流动的人口中超时工作的比例较高，且都超

过了 50%。 
从职业特征来看，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超时劳动的比例最高，平均工作时间也最长。从单位性

质来看，个体经营者中工作时间过长的人口比例最高，平均周工作时间在 70 小时，超时工作的情况十分

严重。从工资来看，样本数据表现出随着工资逐渐增加，超时工作的人数比例以及平均周工作时间逐渐

下降的趋势。在接受过职业病教育的人群中，超时工作的比例小于没有接受到职业病教育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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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roportion of migrants working overtime under various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表 2. 各特征变量下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比例 

特征 超时劳动比例 平均工作小时 特征 超时劳动比例 平均工作小时 

总体 73.2% 61.2 职位特征 

性别 公务员、办事人员 0.8% 46.1 

男性 54.9% 61.9 专业技术人员 7.4% 48.5 

女性 45.1% 60.4 单位负责人 0.2% 56.9 

年龄 商业、服务业人员 68.6% 66.0 

15~24 岁 7.7% 54.8 农业生产人员 0.4% 53.3 

25~44 岁 64.0% 60.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21.0% 55.8 

45~64 岁 27.9% 66.2 无固定职业 0.6% 50.1 

65 及以上 0.4% 63.7 其他 1.1% 47.9 

受教育程度 单位性质 

小学及以下 11.3% 66.8 国有、集体及事业单位 3.3% 49.0 

初中 45.3% 64.5 外资、合资企业 4.5% 48.7 

高中/中专 31.6% 61.1 私营企业 26.8% 53.2 

大学专科 8.2% 51.7 个体经营者 56.7% 69.9 

大学本科 3.4% 47.8 无单位 4.7% 58.9 

研究生 0.1% 41.7 其他 3.9% 50.7 

婚姻状况 工资分类 

已婚 82.6% 62.8 3000 以下 27.6% 65.5 

未婚 17.4% 54.7 3000~4500 25.7% 59.5 

户口状况 4500~6000 24.8% 60.8 

农业 55.7% 60.1 6000~8000 10.8% 58.7 

非农业 5.6% 53.5 8000 以上 11.1% 58.9 

居民 38.7% 64.4 职业病教育 

子女数量 参与 46.2% 59.4 

0 个 16.1% 53.6 未参与 53.8% 62.8 

1 个 31.1% 60.2 流动范围 

2 个 45.6% 64.2 市内跨县 20.7% 66.6 

3 个及以上 7.1% 68.1 省内跨市 28.8% 64.1 

   跨省 50.4% 58.0 

注：职业病教育是指在一年时间范围内，是否接受过职业病防治的健康；根据 2018 年湖南省流动人口数据计算得到。 

4. 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4.1. 模型构建 

超时劳动的识别是二元选择模型，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模拟。 

( )0 0log
1

k
i it

P a a x
P =

  = + − 
∑                              (1) 

其中，P 代表的是因变量“出现超时工作”的概率。如果 P 值大于 0.5 则判定事件发生，否则判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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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根据定义，将事件发生定义为存在超时工作现象。在模型中， 0a 代表的是常数项， ix 是影响发

生概率的自变量。结合上文，将 44 小时作为是否超时工作的标准。将人群区分为“超时劳动”与“未超

时劳动”，并赋值如下：“超时劳动 = 1”；“未超时劳动 = 0”。在“996”工作模式下，每天工作 12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则一周工作时间达到 72 小时，因此文章划分严重超时工作的临界点是 72 小时。

在模型中，周工作时间超过 72 小时的人群赋值为 1，小于 72 小时的人群赋值为 0。 

4.2. 变量选择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研究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超时工作的原因： 
1) 家庭组成。由于女性一般更多的承担家务劳动、教育子女等任务，因此女性在家庭生活时间上的

付出要超过男性，超时工作的概率也相应减小。婚姻也是影响超时工作的因素。婚后由于家庭面临房贷、

抚养子女等支出，劳动者容易为获得更多劳动收入来延长劳动时间。 
2) 教育程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低，通常从事劳动越简单，相应劳动生产率越低，劳动时间普遍

越长，越容易出现超时劳动的现象。而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简

单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具有强度大、时间长等特点，使得农民工群体中超时劳动现象更为常见[16]。 
3) 工资收入。工资给劳动者的带来两种效用：一种是收入效用，另一种是代替效应。收入效用指的

是工资收入的提升会减少劳动供给，对于闲暇的需求上升。而替代效应指的是工资收入的上升会使得人

们愿意牺牲闲暇来获得更多收入。在低工资水平阶段，替代效应占据优势地位。劳动者愿意牺牲自己的

闲暇来提供更多的劳动。而在高工资水平时，收入效应则占据优势地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劳动者会减

少工作时间而增加闲暇时间[21]。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由于工资水平较低，从而工资所带来的替代效应

比收入效应更有优势。刘林平(2010) [22]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是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得经济收入的增加。

郭正模(2015) [23]也在文章中也提出，农民工为主体的职工群体增加收入的愿望比较强烈，甚至可以接受

低工资率的超时劳动。 
4) 就业行业特征。一些职业、行业的劳动者，也因为所处职业、行业的特点，使得他们出现超时工

作的比例较大。如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专业性较强和管理类职业中，超时劳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肖

红梅(2014) [24]的研究发现，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大学教师过劳程度严重。张同全(2018) [25]研究也指

出，在我国制造业员工过度劳动现象普遍存在。 
5) 制度因素。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人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产生了对流动人口排斥和

歧视。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寻找工作时会遇到对于户籍的歧视[26]。杨金龙(2018) [27]研究证实，户

籍身份的转化会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收入上的表现。同时，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制度性歧视

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更加缺少有效的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杨

菊华(2011) [28]的研究模型也证实，外来劳动人口的工作强度都远远超过本地居民，但外来劳动者的劳动

保护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6) 劳动者自身。就业与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加是劳动者不断加班，甚至要求“自愿加班”的主要原因。

在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单一岗位存在有无数的后备劳动力。为了保证现有的岗位，劳动者不得不忍受

企业十分苛刻的加班要求，劳动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29]。在面对企业残酷的淘汰和晋升机制，以及同事

之间的竞争和对事业发展的担忧，想要在短时间内尽善尽美的完成工作，加班工作成了唯一选择。此外

面对不断升高的生活成本，增加收入是他们在城市继续生存的唯一方法。 
根据前文所介绍的相关理论，文章分别从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制度因素以及流动特征四个方面来

选择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亲生子女个数以及身体健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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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了简化研究过程，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初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

根据前文的分析，预期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已婚有子女的人群超时劳动的比例会更高。健康的身体是

提供劳动的基本条件。而健康程度一定程度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因此将年龄与健康程度

纳入模型中。劳动者所处的行业、职位、单位性质等就业因素都会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产生影响。本文

选择通过劳动者的职位、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月收入等因素来刻画流动人口的就业特

征。为了更好的识别出就业行业对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影响，在服务业中细分了基础服务业、现代服务业

和其他服务业三种。具体而言，服务业分为：基础服务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邮政、住宿餐饮、居民

服务和修理)、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和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体

和娱乐、公共管理、卫生、社会工作)。从单位性质来看通常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劳动监管和制度保护

以及企业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原因，私营和个体经营者更加容易出现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就业身

份主要是对比无雇主的雇员与雇员、雇主以及个体经营者之间出现超时劳动的概率。对月收入进行对数

化处理，使数据变化更加平稳。 
在我国现行的户籍政策对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进行了区分，使得在城市工作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

者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福利。因此，本文选择将制度因素通过相关的社会福利来进行刻画。职业病的防治

宣传教育、社会医疗保险都是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职业病防治教育可以加强劳动者对自身

权益的认识，完善的社会医疗体系可以减少流动人口的生存压力。因此预期接受过这些福利的劳动者，

出现超时工作的可能性会下降。 
流动范围和户籍类型是反应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重要因素。流动范围按照流动距离长短划分为跨省

流动、省内跨县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户籍类型分为农业、非农业、农转居、非农转居和居民 5 个类型。 

4.3. 超时工作的模型回归分析 

在模型中对超时工作以及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3。研究结果发现，在超

时与严重超时工作的选择模型中，户籍与年龄对结果都没有显著影响。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overtime work 
表 3. 是否超时工作的 logistics 回归结果 

 超时工作 严重超时工作 

 B Exp(B) B Exp(B) 

性别 以女性为参照对象 

男性 0.253** 1.288 - - 

教育程度分类 以小学及以下学历为参考 

大专及以上 −1.513** 0.22 −0.815** 0.443 

初中及高中 −0.458** 0.633 −0.276** 0.759 

婚姻状况 以未婚为参考 

已婚 −0.256** 0.774 −0.415** 0.661 

亲生子女个数 0.124** 1.132 0.102** 1.107 

职业分类 以公务员等办事人员为参考 

专业技术人员 −0.007 0.993 -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0.318 1.3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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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商业、服务业人员 0.368** 1.445 - -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376** 0.253 - -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638** 1.893 - - 

无固定职业 −0.511* 0.6 - - 

其他 −0.212 0.809 - - 

就业行业分类 以其他服务业为参考 

第一产业 1.283** 3.608 - - 

第二产业 0.62** 1.859 - - 

基础服务业 0.471** 1.602 - - 

现代服务业 0.111 1.117 - - 

就业单位性质分类 以外资、合资企业为参考 

国有、集体以及事业单位 0.437** 1.548 0.596** 1.815 

私营企业 0.555** 1.742 0.115 1.122 

个体经营者 0.945** 2.572 0.281* 1.324 

无单位 0.062 1.064 −0.186 0.83 

其他 0.462** 1.587 −0.243 0.784 

就业身份分类 以无雇主的雇员为参考 

雇主 0.289 1.336 0.809** 2.245 

个体经营 1.311** 3.709 1.31** 3.707 

雇员 0.064 1.066 −0.155 0.857 

其他 0.094 1.098 0.848* 2.336 

流动范围 以跨省流动为参考 

市内跨县 0.59** 1.804 −0.026 0.974 

省内跨市 0.468** 1.597 −0.141** 0.868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以是为参考 

否 −0.465** 0.628 - - 

月收入(对数) - - −0.131** 0.878 

近一年，是否接受职业病防治教育 以否为参考 

是 - - −0.145** 0.865 

近一年，本人是否有患病或身体不适的 以否为参考 

是 - - 0.26** 1.297 

注：*、**分别表示 5%、10%的水平上显著。 
 
1)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流动距

离”等六个因素对超时工作以及严重超时工作都有显著影响。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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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概率，对比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劳动人口，分别下降 37% (初中及高中)和 78% (大专及以上)，严重

超时工作概率下降了 24% (初中及高中学历)，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的状况也会对劳动者的工时选

择产生影响。对比未婚的劳动人群，已婚人群出现超时工作和严重超时劳动的概率都有下降，分别下降

了 23%和 34%。但这一数据结果与上文的推断不符。家庭中的子女个数的增加则会提高超时工作的概率，

对超时工作和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13%和 10%。从工作性质来看，就业身份对超时与严重超

时劳动的影响都比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营者超时劳动的概率最高，高出无雇主的雇员 3.7
倍。雇主和个体经营者出现严重超时劳动的概率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为无雇主雇员的 2.2 倍和 3.7
倍。从人口的流动特征来看，流动距离的远近是影响超时工作的主要因素。对比跨省流动而言，省内跨

县以及市内跨县的劳动者中，超时劳动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80%和 59%。中短距离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

超时工作的情况。但是从严重超时工作的人群来看，跨省流动的人群更加容易出现严重的超时劳动，这

一结论与杨菊华(2011) [28]相同。 
2) “性别”、“职业类型”、“工作行业”、“单位性质”和“社会医疗保险”对超时工作影响显

著，而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结果显示，男性出现超时工作的概率是女性的 1.3 倍。这一数据结果也符合上文的推断。然而，

性别对于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却并不显著。从职业特征来看，职业类型、工作行业和单位性质对超时工

作的概率有显著影响，但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比公务员等办事人员而言，从事商业、服

务业和设备操作的人员，超时工作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44%和 89%。对于其他服务业，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常见的基础服务业出现超时劳动的概率分别是其他服务业的 3.6、1.8 和 1.6 倍。在单位性质中，个

体经营者与私营企业者是比较容易出现超时工作的群体。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是劳动者在工

作中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预期随着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覆盖，劳动者会由于提高了工作福利而减少相应

的工作时间。但数据结果与推断不符，表现出提高工作福利对减少工作时间的效果不明显。可能的原因

是，社会医疗保险是一种企业的固定成本，企业希望通过延长员工工作时间来减少固定成本[30]。 
3) “工资”、“职业病教育”和“身体状况”对超时工作的影响不显著，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显著。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工资对于超时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严重超时工作则呈现出

反比的关系。随着月工资的不断提高，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在不断下降。说明对于现阶段对于流动人口

而言，工资收入的增加主要带来的还是替代效应，劳动者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得收入的增长。职业病

防治教育和身体健康只对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有显著的影响。接受过职业病防治教育的流动人口出现严

重超时工作的概率下降了 14%，出现过身体不适的人群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是健康人群的 1.3 倍。这一

数据结果显示出，超长时间的工作会对劳动者带来身体健康程度的损害。 

5. 结论与建议 

经过分析 2018 年湖南省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样本，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 流动人口中超时工作的现象普遍。调查样本中超时工作的比例为 73.2%，平均工作时间为 61.2 小

时。其中，低学历人群(初中学历及以下)、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超时工作的比例都超过 50%,
平均周工作时长超过 65 小时，最长达到 70 小时。总体来看，湖南省流动人口中的超时工作现状并不乐

观，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力度。 
2) 超时工作与严重超时工作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分析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

数等个人特征，行业、就业职位、单位性质等就业因素，以及流动距离和社会保障政策对超时工作选择

有显著影响；严重超时工作主要受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单位、就业性质、月收入、居留意

愿、健康状况和宣传教育的影响。具体来看，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两种类型的超时工作都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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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1)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分析表明，对比小学学历及以下，学历在大

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超时劳动概率下降了 78%，严重超时工作概率下降了 56%。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明

显降低超时工作的概率。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帮助超时工作的人群提高自身的人

力资本素质，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得流动人口不必局限于低回报的岗位之中。同时教育程度

的提高也可以帮助流动人口更好的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中带来的行业和职业的变化。 
2) 政府应该加强对特定人群或行业的监管和监督，完善劳动者维权途径。政府应该加强对于服务行

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户中过劳情况的关注，并在政策上对相关群体，如男性已婚人群和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人群有所倾斜。政府应该提供完整、完善的劳动者权益维护机制，并将由超时劳动引发的相关疾病

纳入保障范围。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由于企业在劳资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为了避免丢失工作，他们

往往只能接受企业的加班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分析发现，

在严重超时劳动的劳动者中，出现身体不适的概率有明显上升。长时间的工作会带来职业病，进而对劳

动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积极与企业方进行沟通，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权益保障

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的权利。 
3) 加大对于超时劳动危害性的宣传，强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分析表明，宣传教育会使得超时

工作的概率下降 14%。政府应该联合企业、社区等单位，加强对于健康知识、法律法规以及维权方式的

普及工作。同也应该帮助流动人口树立适度劳动的观念。不少研究表明，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减少劳动者

在工作的失误和事故[31]，也会给所有家庭成员带来幸福感[32]。劳动者自身也需要注意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建立工作与生活的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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